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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的改造、生产到正义侵蚀
（巴黎 1850—1890）

夏银平  ， 刘　伟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 1850—1890 年以奥斯曼为代表的统治者对巴黎城市空间进行功能性改造，塑造了巴黎新的景观社会并

完成了空间生产化、秩序化、政治化的重构。资产阶级借助地租杠杆，利用空间政治工具性和政治功能性进行资

本扩张的同时，也实现了阶层分化和新身份政治的形成。资本投机下的空间改造与生产使得巴黎无产阶级生存与

发展的权益逐步被蚕食、侵害和剥夺，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空间改造逐渐产生了由认同—消解—反抗的转向，空

间正义意识开始觉醒。通过对城市空间规划改造中的阶级立场分析，论证空间正义与城市发展、阶层融合、社会

排斥之间的联系机理，阐明资本主义空间规划与空间生产的固有缺陷，对当代城市的空间规划、贫困问题、社会

排斥、城市包容性发展、环境更新与治理等现实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启发与理路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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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战胜了封建主义之后，新的统治阶级必须通过城市这个表象空间的重组与改造来赋予新的

政治统治意志。1850—1890 年“奥斯曼巴黎改造”使得巴黎经历了最深刻、全面的城市空间、社会形

态、城市风貌的蜕变，现代城市第一次以新的政治使命与政治角色进入资本主义的统治机制中。重新审

视 1850—1890 年巴黎从空间形态由压缩到生产的演变脉络，可以揭示出城市景观之后的空间正义操纵

着城市肌体的兴衰。到如今，城市的空间规划与生产依旧扮演着空间正义构建的重要设计者角色，孟买

的达拉维贫民窟，达卡的高度人口密集与水污染问题，墨西哥城的过度城市化，波哥大卡图乔（El Cartucho）
街区的公共安全问题，里约热内卢的城市拥堵等，很多城市发展与社会问题都源于空间的规划与生产的

变革。如何将空间正义嵌入现代城市的更新与发展之中，构建出现代城市空间各阶层的空间凝聚，减轻

城市空间更新与改造中的碎化效应、固化效应和城市空间重构带来的失序风险，减轻城市阶层权益的不

平等，促进全社会的包容性发展，可以为现代城市的更新与变迁提供启示。 

一、空间规划中的政治嵌入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政治性的，城市空间规划本质是对城市空间有关的利益和权力进行分配的过

程，城市空间的规划与改造既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也反作用于城市更新与发展的物质需要。巴黎城

市改造起始于 1830 年奥尔良王朝，1848 年“二月革命”后波拿巴政权因循了七月王朝的巴黎更新计划，

1851 年在拿破仑三世宠臣奥斯曼①的主导下开始对巴黎进行全方位、大规模、重构性改造和建设。“奥斯

曼巴黎改造”开始是采用几何切割模式对巴黎空间形态进行颠覆性设计，采用交通网线的切割形成空间

的区分，利用直线打破中世纪城市错综复杂、充斥着病毒温床的城市空间和社会肌理，建构起巴洛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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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式空间几何形式。之后是建设

巴黎“大十字”干道和两个环行路，

类似几何切割一样重新在市区密集

的街巷中开辟许多宽阔的放射型道

路，形成新的多级中心的城市区域

结构，开敞的轴线和公共空间的松

紧有度，使得原本混杂的城市肌理

变得规整有序，对称通达，相互连

接，闭合循环。这种空间规划保证

了空间几何上的协调性与整体性，

城市空间被分割成大小不等的片

区，各个街区紧凑但不逼仄拥挤。

同时，奥斯曼采用了很多新型市政

工程的设计应用，用宽敞的林荫大

道和透明的城市天桥（拱廊街）代

替了老巴黎的窄路、死巷和老旧平

房，新建和完善了城市地下排水管

道系统、城市生态景观和附属非生

产性建筑。这场空间重构基本放弃

了原有的历史因循，奠定了新巴黎

环形放射式的网状架构（如图 1 所

示），使得城市空间肌理更加饱

满，城市的功能组织通过交通网络

和市政系统得以实现。城市规划界

认为直到 1980 年代阿尔芒 ·卡海勒

大街的施工完成，才标志着奥斯曼

所规划的路网工程最后的结束。

大卫·哈维指出资本积累、空间

生产和地理景观三者之间有着深刻

的内在逻辑关联，在当时出于巴黎

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扩大化的需要

和社会秩序稳定的需求，也必须对

城市空间进行适度的规划与调整，

这构成了巴黎改造的物质基础。这

场空间改造与更新极大促进了巴黎

地区的工商业资本和区域人口的聚

集。如图 2 所示，巴黎内部区域的

人口密度得到了增大，各区之间的

人口分布、人口变迁率和工业人口

数开始出现差异化的趋向，工人聚

 

卫星城

次中心城区

副中心卫星城

主中心城区

主环线

外环线

图 1    环形放射式的城市结构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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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ANFORA, GUERRAND. La Répartition de la Population: Les
Conditions de Logement des Classes Ouvières à Paris au XIX Siècle. Paris, 1976。

图 2    1856—1866 年巴黎人口变迁及 1872 年劳动力分布图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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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图表来源：作者自绘，源自于多圈层+放射结构的规划理念，参考了 1850—1950 年巴黎城市规划变迁。

　　② “奥斯曼巴黎改造”往都市主义“外向”形势发展的基本方针，从侧面印证对巴黎人口和经济社会及就业状况的影响，连同其产生的社会与文

化效应不断在产生各种社会阶级，协调各项社会进程、运用外溢效果重塑了巴黎的人口及就业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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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区开始出现。在政治层面，（城市规划）服务于调节和组织统治阶级的利益与被统治阶级的压力和要

求之间的关系 [1]，体现着一种城市进程，以达到调节和缓和阶级关系和社会冲突的功能。通过这次空间

的规划与改造，资产阶级通过对市政设施、供水、排污等公共设施和公园、河道、绿地等社会服务类非

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更新与建设，促进城市物理空间和城市景观社会的更新，提升城市生态和居民生活品

质，也促进巴黎都市商业社会的发展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空间是用来均质化社会之

各部分的政治工具 [2]，“空间和空间的政治结构是社会关系的表现，同时也反作用于社会关系” [3]。因此，

“奥斯曼巴黎改造”同时加深了统治阶层对城市空间规划和基础设施的深刻理解，通过对城市空间的改造

使得新的统治阶层的政治意志得到确立，通过资本—政治—权利的空间生产关系的调整使得空间开始服

从于统治阶层的政治利益与发展的需要。

“空间既是任何公共生活的形式的基础，又是任何权利运作的基础” [4]，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资本就

在空间规划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空间规划与阶层分布就是资本主义权力运行的隐秘机制。1850—
1890 年以奥斯曼为代表的巴黎改造被称为外科手术式的粗暴改建，通过城市空间物理形态的打破与重

塑，使得巴黎从杂乱无章、肮脏浑噩的封建王权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同时也落入了规训性空间的枷锁之

中。“空间设计是社会控制的一件政治工具” [5]，奥斯曼改造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对空间的发展权益产生了

良性作用，是一种积极的干预因素，体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它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便于对政权反对

势力的政治反抗进行武装镇压的非正义目的，只是在政治嵌入了规划以后，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通过伪

装潜入巴黎的空间规划后产生了很好的蒙蔽效果，借助于物理形态的改造顺势完成了强化政治秩序的目

的，无法消除其政治上的非正义性。在改建中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城市空间的急剧扩张，城市道路交通、

城市景观、历史遗存等方面出现混乱与破坏，也未能解决城市贫民窟、工人住宅短缺、城市交通障碍等

紧迫性的问题，并且导致巴黎在改建过程中遗留下的种族冲突、城市贫困、城市民粹运动、治安灰色地

带等社会问题遗留至今。 

二、压缩—生产，空间身份政治的形成

“城市规划属于物质、政治、经济活动的综合体” [6]，空间规划的背后是权力的介入，资本的渗透和

利益博弈，利用统治权力对空间的原始形态做人为的切割与干预。在普遍意义上的空间规划更青睐于在

空白空间的创造，因为那样没有任何隶属因素或既得利益阶层的掣肘，而奥斯曼是在一种高度结构化的

空间内部行事。大型切口设计目标是纠正衰退的总体城市结构，并赋予其一种新的空间类型，以满足空

间生产扩大化的需要。资产阶级成为巴黎的统治阶级后，资本自然成为城市空间构型规划的主导逻辑，

“城市按照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制度化空间来组织” [7]，形成新的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空间秩序与结构。

这场改造的背后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奥斯曼巴黎改造”的根本利益。

任何自然与社会形态均要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发展需要进行变革，这种变革的工具就是资本，资

本对空间形态的操纵事实上就是空间政治工具性的体现。“奥斯曼巴黎改造”空间政治工具化的体现就是

“空间压缩”的实现。最早是空间的人口压缩，改造后资本对于区域人口造成了磁性般的吸附力。在

1850—1890 年间巴黎改造计划产生了对劳动力的极大需求，城市人口的增长率超出正常水平。如 1851—
1856 年每年离开农村迁到城镇的居民数量被估算为 13.5 万人，而巴黎地区吸收全部迁入城镇人口数量的

45%[8]。很多农民从贫困外省移居到巴黎，大量的人口“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这些农村人口迅速

转变成城市无产阶级。巴黎的城市人口从 1846 年的 120 万增长到 1876 年的 198 万，总体人口增长率为

65%，1856 年“奥斯曼巴黎改造”兴盛时期人口变动率更是高达 20.48%（如表 1 所示）。外来人口的大量

流入，也促进了区域生产要素的聚集，为空间生产的进行奠定了劳动力的基础。

在完成了人口的“空间压缩”以后，每个人均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因子，意识形态必然是繁杂的。繁杂

的人口阶层来源、庞大的人口基数，错综复杂的利益团体被“压缩”到巴黎的空间内，对于意识形态的压

缩就具有了必然性。一定的意识形态依附于自然人的意识个体之中，对于意识形态的压缩与固化关键要

做的是人的物理位置的压缩与固化。“奥斯曼巴黎改造”采用对总体网络的结构调整，其中每一层都从属

于一个星形的网络，将片区按等级化重新划分，目标明确反对片段城市的思想，致使巴黎不像伦敦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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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累加，而是等级化网格的叠

加。这种空间的压缩表面上是空间

规划和改造的需要，实质上是资产

阶级通过权力争夺建立自己的统治

权威。这种“切割—压缩—区块化”

空间形态结构使得空间内的各类思

想因子都得到全方位的钳制，形成

区域化的阶层固化和行为监视，方

便对于政治异见者和对立政治势力

进行精准的打击与压制，奥斯曼直

言不讳：“我们在清除老巴黎暴乱

和街区反抗的根源” [9]。

空间在满足政治工具性的同时

也要承担政治功能性，在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的同时也需要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让空间生产成为

资本繁殖的方式，使空间的生产性和资本的扩张性两者之间产生高度的耦合，突出表现就是“空间生产

扩大化”。空间生产功能发挥的直接体现是城市资本扩张加剧和原有空间扩张与新空间开发，城市空间

的土地资源开发具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学属性，资本与土地的结合形成土地的政治属性，空间的生产利用

土地作为载体来满足政治功能的需要。巴黎当局先是将老巴黎外围的大量市镇并入到新巴黎，为空间的

土地扩张创造了条件。接着奥斯曼对巴黎空间改造引发对土地资源争夺，工业用地、商业用地、政府用

地、住宅用地陷入彼此激烈的竞争。资产阶级转向房地产开发，金融资本与土地资产开始结合，大量的

资本投机性涌入土地开发。巴黎内部空间的组织与不同使用者以竞价取得空间控制的方式结合起来，只

要住宅供应落后于人口增长，资产阶级便可因土地的稀缺性而获利。例如，投资于里沃利大街的房产在

1856 年带来 8.22% 的回报，1857 年达到 9%，1860 年达到 8.69%[10]，大银行、保险公司也都开始疯狂投资

房地产。奥斯曼的巴黎改造被本雅明视作“一场巨大的投机繁荣” [11]。

城市形态、城市规划、城市功能都随着资本内

在逻辑的改变而变化 [12]，资本逻辑的悖论造成空间

的内在矛盾（如图 3 所示），一方面资本主导逻辑

会驱使空间飞速扩张，大量的农业地区被划入巴

黎，大量企业迁移至市郊，城市的空间边界不断得

到外延，以迎合空间生产扩大化的需要；另一方面

通过利润获取和价值增值来驱动空间扩张必然会促

使城市空间畸形发展，衍生出不平等、不均衡的职

住分布形态，不断消解空间的正义性。改造后劳动

工人大多分散到周边地区。1861 年，巴黎郊区的人

口占巴黎总人口的 13%，1901 年上升到 26%，或是

数家同住一屋挤在市中心的高租金地区，资本家们

居住在繁华、宽敞的街景中心区。空间生产扩张带

来的工业结构零碎化，流离失所的人口与空间区域

的增加，距离工作地点太远，高租金以及过度拥

挤，导致城市空间内部的碎片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影响深远。

“规划包含着与阶级界限相联系的空间决定性的社会冲突” [13]，巴黎经历这场空间的“压缩—生产”之

表 1    巴黎人口 1831—1876 年统计表 单位：人

年份 旧巴黎 1860年合并的地区 1860年后的巴黎 变动率/%
1831 785 866 75 574 861 436

1836 899 313 103 320 1 002 633 16.39

1841 936 261 124 564 1 059 825 5.70

1846 1 053 897 173 083 1 226 980 15.77

1851 1 053 261 223 802 1 277 064 4.08

1856 1 174 346 364 257 1 538 613 20.48

1861 1 696 141 10.24

1866 1 825 274 7.16

1872 1 851 792 1.45
1876 1 988 800 7.40

　　数据来源：CHEVALIER L.  La Formation de la  Population Parisienne au
XIXeme Sièle. Paris,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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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巴黎 1836—1872 的大企业数量和房地产市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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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随着新市镇的行政区划调整和城市区域的扩大，巴黎地区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工业企业数量的分布差异，1836—1872 年巴黎房地产价格的变

动，新建工程对于房地产税捐、住宅价值的缓慢提升、空屋率土地价格的剧烈扰动侧面印证了这场改造产生的资本-地租投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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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催化了巴黎社会人口阶层的分化与重组，资本有了更大的拓展空间去压缩劳动力成本和进行资本投

机。土地—资本—阶层开始迅速重组与结合，并进行更具规模化的迭代，空间具有了政治工具性和政治

功能性的双重属性，引发巴黎空间资本化—政治化的双重催化效应，这导致空间土地为载体的身份政治

的最终形成。这种身份政治异化在空间内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社会隔阂的产生：巴黎空间规划切口在形式

上严格的一致性，它们为了在总体上象征巴黎的首都形象而遮掩了片区的身份（诸如中心，东部的工人

区，西部的住宅区），市政建设工程则加剧了市中心与郊区，城西富人区和城东贫民区，以及左岸和右

岸的贫富差距。从七月王朝开始，巴黎的贫富差距由纵向（穷人居住底楼，富人居住高楼层）逐渐转变

成横向差距，即使表面看起来相距不远，但社会地位的差异还是将巴黎分隔成两个明显的区域：城西的

富人区与东部、南部、北部郊区的贫民区，中东部成为一个过渡地带，聚集白领、手工业者和商人，成

为这个城市的第三群体，阶层关系不甚融洽，这种影响持续至今。再次是区域的不平等，不均衡发展，

一方面，“奥斯曼巴黎改造”没有缩小塞纳河两岸之间的差距，反倒是情况日益严重。到了 1869 年，右岸

的商户数要比左岸高出 5 倍之多，导致了城市发展严重失衡，右岸经济活跃，左岸死气沉沉。另一方

面，借助城市化、工业化所推动的市民人口剧增、栖居空间趋紧、工人贫困加剧的态势，循环往复使空

间栖居的人群沦为空间资本产权的牺牲品，造成普遍性空间正义侵害的事实。巴黎近郊成为一个边缘空

间，一个中心地带的游离者，一个被规训的空间形式，导致城市空间逐步隔离化、碎片化和板结化。这

次城市改造无疑加速了阶级差异在地理上的区隔，最终“形成了一种资本—强权结合体实现对无产阶级

的空间剥夺” [14]。空间资本化—空间政治化这一转化的形成，利用地租和地价的杠杆原理进行社会阶层的

流动与钳制，人口—空间—阶层—身份政治得以形成一个发展链，这就是空间政治化确立后对社会的控

制，利用空间性的控制促进稳定服从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使得阶级和共同体这两个被人们长

久认为是对立的概念融为一体：形成阶级共同体。这也为巴黎之后成为工人运动、阶层运动、政治抗争

策源地奠定了社会基础。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与巴黎城市更新中显现出的相似资本逻辑，在世界各地

逐渐展开。 

三、无产阶级空间正义被侵蚀后的觉醒

“正义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和空间性” [15]“空间正义是社会正义以空间物化方式的形塑，是其立体表

征” [16]，是政治正义原则在空间生产、分配和空间资源配置中的体现。“奥斯曼巴黎改造”在表面上起到了

提升城市空间环境舒适度、减少疫病传播、公共设施大众化、空间经济开发扩大化等伪装面具的作用。

但是这种空间更新与修复基于一种资本主导下的排除原则并不适用公平正义的普惠理念，也不发展那些

足以提高空间质量的要素，消除了历史、社会、空间实践及其痕迹。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权力阶层将

城市优质空间据为己有（通常是中心），将当权者构想的空间和各个阶层按此构想实施的空间（边缘）

对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工人每天都被圈在里边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极其恶劣的洞穴

和地窟，并不是被消灭，而是在被迫迁移” [17]。阶级和地租的结合使得无产者不断面对被驱离，街区与街

区之间的环境差异越来越大，逐渐导致两种相邻空间类型的剥离，导致“象征性和等级性的社会空间使

得两个阶层的接触和沟通变得日益不畅，造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淡漠和阶层隔阂的出现” [18]。因而，资本

逻辑之下的城市空间生产消解空间的整体性，促使城市空间碎片化发展，城市空间屈从于空间作为资本

必须增殖的要求，逐渐导致空间区域的隔离化、碎片化和板结化。直到如今，巴黎与其郊区地带关系仍

然不够融洽。

正义规范是社会的、历史的，是在现实社会的建构中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变迁的，必须“超出资产

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 [19]。随着改造的持续和深入，资本对空间的重塑越发强势，“房地产等空间资源产

权化越彻底、资本化越强势，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栖居空间的人权状况就越糟糕” [16]。在第二帝国时期①，

资产阶级政权限制市中心低收入住宅供给，迫使低收入住宅需求转移到其他空间，工人大多分散到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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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兰西第二帝国（Second Empire，1852—1870）是法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专制政权，执政者为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70 年 9 月 4 日被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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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流离失所的人口增加，距离工作地点太远，住宅高租金以及空间过度拥挤。1860 年之后的六年

间，工人人数从 41 万增加至 44 万，而同一时期，房租在 250 法郎以下的房屋数量增长却十分缓慢 [20]，工

人阶级的住宅问题逐渐开始暴露。与此同时，巴黎当局为了缓解工人住宅的紧张情况，曾提出“工人之

城”建筑计划（即集中的大规模工人阶级住宅，受到当时傅立叶思想的启发），也对工人阶级的住房问

题进行了政策的讨论，试图做一定程度上的缓和与改良。但是巴黎的保守派认为这住宅区将会是社会主

义意识的温床，也会成为潜在的革命温床，因此反对工人住宅改良计划，政府出于迎合资产阶级的需

要，最终市政当局还是尝试在私有财产制的架构下解决住宅问题。尽管初期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

级都对这场改造表示出极大的认同，但是，随着改造带来的经济和物理形态的切分与集合，新的利益结

合体的不断涌现，以及资本运作天然的逐利性，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天然的蔑视与警惕，这场改造逐渐

使无产阶级失去了栖身之所，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思想认同基础（如表 2 所示），资产阶级政府也逐渐撤

去伪装露出真面目。政治统治者的强权，对无产阶级的蒙蔽与蔑视，使工具化的阶级控制逐渐被抵制甚

至反抗，甚至出现空间区隔现象，最终巴黎成为两座城市：资本家的巴黎与无产者的巴黎。

表 2    住房与国家：个案研究和结构主义解释 [21]

情形模式 基本解释 关键概念 对无产阶级的看法 政策选择

贫穷文化 群体的内在病因 贫穷 反常者：不愿意遵守 合法：得到租金欠款、驱逐欠租者、
查找逃租者

缺失循环 心理缺陷、家庭不稳定 缺失 能力不足：不善应对 根据持家能力采取不同政策

制度失调 行政与管理失败 弱势 被武断对待、意愿被轻视 修订或改变分配程序

资源分配不当 住房者无权 不平等 受忽视、没被公平代表 改善房产、优惠政策

工具化阶级控制 统治者强权 统治阶级 被操纵、蒙蔽 揭露操纵、打破控制

结构性阶级状况 追求利益的经济制度 阶级冲突 潜能受到局限 推翻经济制度：革命

不公平感历来就是驱动所有人追求社会变革的最有力的温床 [22]，“如果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生

产关系再生产的所在地，那么它也已经成为巨大对抗与矛盾的地方” [23]。资本在空间改造和空间生产中的

冷血与工具化，只会使越来越多的思想因子感受到空间正义的侵蚀，空间成为对抗非正义的政治场所 [24]。

改造使空间成为了禁锢无产阶级的枷锁，让资产阶级政权实现了对工人阶级的集中监视和管理，使得劳

动人民和下层居民无法利用复杂的城市道路建立街垒对国家暴力机关进行反抗。城市贫民窟消失和市容

美化的背后是日益严重的阶级区隔，工人阶级为了反抗空间的剥夺，城市空间的原破产者和外来新移民

为争取自身基本的生存发展公平的权益，无产阶级的空间正义需求开始觉醒。因而，这次空间改造并没

有彻底解决工人阶级问题，在夏皮洛（Ann-Louise Shapiro，1985）看来只是将问题的地理中心从城区转

移到了城市边缘，而这种转移为 1871 年的巴黎公社运动埋下伏笔。

空间如果充满了不公平和压迫，也蕴含着无限解放的潜能。1871 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善良的市

民们起来吧！到街垒去！”成为保卫巴黎的经典口号。1871 年 3 月 6 日的大选，巴黎大部分建制区的登记

选民都开始支持巴黎公社，巴黎城郊塞纳河右岸的无产阶级聚居区和左岸的资产阶级聚集区，使巴黎内

部出现了政治关系的东西不平等，东部和西部之间有着明显政治区别。但是曾经在巴黎革命史中可以使

整个街区几乎坚不可摧的狭窄小巷组成的网络已变成了宽广的大道，街垒战再难以进行，“如果说奥斯

曼开辟了林荫大道，那并不是为了取得优美的街景透视效果，而是为了‘用机关枪扫射巴黎’” [25]，改造带

来了秩序、繁荣之后也带来了冷酷的镇压。在巴黎公社时期最顽强的抵抗发生在东部的工人居住区，战

斗一直激烈持续到流血周最后的巷战，直到当年 5 月 27 日最贫困的东部地区“美丽城”（Belleville）和梅

尼尔蒙坦（Ménilmontant）的抵抗仍在持续。整个武装冲突的进程和巴黎改造之后的空间阶层的隔离性高

度重合，至此奥斯曼的巴黎改造成功完成了它非正义的的特殊使命。此后，居住在巴黎郊区的弱势群体

成为贯穿 19 世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初的武力罢工和军事反抗的主力，从 1871 年巴黎公社、1968 年五月风

暴、2005 年移民骚乱，现今巴黎郊区由潜藏的空间非正义因素引发的城市危机依旧是层出不穷。

审视“奥斯曼巴黎改造”，从现代城市的规划性而言是成功的，产生的先进性直到今天都不可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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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出于对无产阶级武装镇压的非正义性目的而言很难得到逝去者的原谅。资产阶级也一直试图利用新

的方式去弥补这其中空间正义的裂痕，甚至从一定程度上缅怀这一正义举动（特指巴黎公社起义）①[26]。

在名为“新自由主义”的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上层仍然是通过生存权利和生活福利的让

渡，让无产者逐渐消解反抗意志。当这些“新无产者”意识到其“幸福的生活”不过是海市蜃楼时，他们才

会要求让渡公共空间，改变既得利益阶层长期占有优越空间的生活方式，达到“捐弃所有权”与穷困者分

享空间权利的理想。只是上述阻止空间正义实现的手段不再有效，原先以集中管理的劳动密集型工厂，

已经不再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空间，取而代之的是分散隔离，利用互联网信息渠道定制，并以全

球物流为中介的个性化代工厂。在后一种空间下，以前城市空间以机械化设备和以零工为主的“岌岌可

危劳动”被白领工人、金融业打工者和高端服务业者所占据，后者代替了工人阶级，成为催生空间意识

觉醒的主力。 

四、结论与启示

资本主导城市空间规划与生产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干预因素，但本

质上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空间统治，目的是安抚和压制社会不满，协调阶级的利益分配，以保证资本主

义基本结构的持续功能，只会是加剧而不是协调已经产生的问题。以“奥斯曼巴黎改造”为代表的城市空

间规划与生产，更多的是出于资产阶级利益增值和对意识形态进行空间规训的需要，通过国家干预达到

服从“私人资本空间控制”的目的，去认可和服从这种空间上的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所导致

的。现代巴黎诞生于奥斯曼时代，兴盛于 20 世纪初的世博会、成熟于二战后的光辉 30 年，但后世的改

造也未偏离奥斯曼的巴黎框架。如今，城市空间的作用仍然是政治变革发酵的底层土壤，贫富差距问

题、移民问题、恐袭频发问题、种族主义倾向，历来是法国社会动荡的酵母。巴黎的城郊紧张关系、布

洛涅森林的卖淫、贫困社区的警民对立、市郊的治安、市容以及过度密集的城市人口等问题依旧困扰着

巴黎。

城市规划是遵循不同社会利益而形成的城市组织逻辑的一个“利益方案”，城市的决策者服从城市的

政治统治力量，代表着这个方案共同利益的合法化。城市规划与更新也是一种城市政治进程，它承担着

缓和阶级关系和社会冲突的职能，只是这个正义性的维护体现在城市决策者以何种政治立场来约束资本

的扩张。巴黎经历的空间正义异化也正在资本主义的其他空间被复制，如英国的“新市政”和美国的“郊

区化”“城市更新计划”，阿姆斯特丹南区（Amsterdam-Zuid）项目，结果都导致社会问题频发，加剧社会

分裂，并没有对空间正义实现修复。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存在着“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结构，空间政治

工具化导致的非正义性发展问题也在孟买、里约热内卢、芝加哥、墨西哥城等不断被复制，贫困、毒

品、疫病与暴力在不同的城市街区上演。

均衡、平等、包容发展与空间治理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话题，空间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利益平衡是正

义修复的重要关注点，正义的空间是社会平等性与自然生态性的多样性综合体，满足人类的多样性需

求，达到人全面发展的目的。采取何种立场去进行空间规划，资本性与人民性主导逻辑的选择，这将是

实现空间正义的前提条件。巴黎的样本意义在于，把空间正义作为空间规划的前置性条件进行价值塑

造，在政治制度差异化背景下关注城市空间规划中的空间正义问题。空间正义的立场性有助于在空间规

划中协调城乡之间、空间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利益，改善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隔阂，有助于解决城市贫

困、社会排斥、阶层融合、环境治理问题，从而促进城市的包容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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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Space Transformation, Production to Justice Erosion
(Paris1850—1890)

XIA Yinping，LIU Wei
（School of Marxism,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Abstract：From  1850  to  1890,  the  ruler  of  represented  by  Haussmann  carried  out  a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urban  space  in  Paris,

shaping the new landscape society of Paris and complet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spatial production, order and politicization. The bourgeoisie

uses  the  lever  of  land  rent  to  expand  capital  by  using  spatial  political  instrumentality  and  political  functionality,  while  also  achieving  class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  identity  politics.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duction  under  capital  speculation  have  gradually

encroached, infringed and deprived the rights of the proletariat in Paris fo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e proletariat’s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bourgeoisie gradually shifted from identification-dissolution-resistance,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spatial justice began to awake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lass  position  in  urban  spatial  planning  and  transformation,  the  link  mechanism  between  spatial  justice  and  urban

development,  class  integration,  and  social  exclusion  was  demonstrated,  and  the  inherent  defects  of  capitalist  spatial  planning  and  spatial

production  were  clarified,  and  the  spatial  planning  of  contemporary  cities  Poverty,  poverty,  social  exclusion,  inclusive  urba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renewal and governance and other practical issues provide new inspiring perspectives and ways of examining.

Keywords：“Haussmann Paris transformation”; politicization of space; identity politics; labor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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